
我国贫困人口标准再探讨
刘纯彬

=内容摘要> 近几年,通过对我国 10余个贫困县的考察,笔者认为: 农村贫困人口标准过低, 仅相

当于国际贫困线确定的最低贫困人口标准的 1/ 5, 相当其贫困标准的 1/ 10; 相当于我国监狱囚犯生活

标准的1/ 4,相当于美国贫困人口标准的 1/ 50。贫困人口难以完成在当时社会一般的、正常状况下劳

动力的再生产。农村贫困人口从 2亿多减少到 2000多万,主要不是扶贫工作所致, 而是到城镇打工。

依据马克思劳动力价值学说的基本原理,抓紧调整提高农村贫困人口标准,改进扶贫工作机制, 对我

国的长治久安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大局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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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我国开始制定的农村贫困人口标准是 206元人民币,每人每天不足 1元。当时世界银行

提出的最低贫困人口标准是每人每天 1美元, 贫困人口标准是每人每天两美元。20年后的 2005年,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标准提高到 652元, 增长了两倍。但农民消费的主要生活资料价格上涨了远不止

两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标准实际不升反降了。这是我国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 也是我国农

村贫困人口数量大幅下降的原因之一。科学合理的调整提高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标准,才能实事求是

的认识和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

1  马克思劳动力价值学说提供了制定贫困人口标准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经济学的劳动力价值内涵主要包括了三个部分:一是劳动力本人的生活资料价值;二是劳

动力子女的生活资料价值;三是劳动力及其子女的教育和培训费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劳动力价值包含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和品种应不断增加, 质量不断提高, 如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

以及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在西方发达国家半个世纪前已纳入劳动力价值之中,因为它们不再被视为奢

侈品,而被视为生活必需品。构成劳动力价值的生活资料是以满足社会一般水平为依据的,而不是仅

以维持生命为依据。

发展中国家城乡差异较大,农村人口较多。因此, 城市和农村宜制定不同的标准。我国的城市与

农村由于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实行一系列不同的具体制度,形成了二元社会结构的状态,就现实而

言,只能制定不同的贫困标准。

笔者认为, 马克思劳动力价值学说虽然提出时是针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但其科学合理的

内核,是基本适合作为我国制定贫困人口标准的理论基础和一般原则的。我国没有制定城乡统一的

全国标准, 而且至今没有制定城市贫困人口标准; 改革开放后不久制定了农村贫困人口标准, 至今已

有20年历史, 但不是以马克思劳动力价值学说的科学内核作为理论基础, 而是以国家职能部门和一

些学者提出或赞同的/绝对贫困0作为基础,由此提出的标准是不够合理的。他们给出的所谓/绝对贫

困0是生存贫困,也即以维持生命为原则,这个原则就清清楚楚地体现在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现行标

准上, 1985年 206元, 1990年300元, 1999年 625元, 2003年637元, 2005年 652元至今。按目前每人每

天1. 80元以下的标准,只是我们通常所能购买的最普通的 1斤大米或 1斤面粉的价钱, 但只靠 1斤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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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而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是不能再生产出健康又有一定文化教育水平的劳动力的, 仅只能维持生存而

已。

笔者认为, 绝对贫困不应该定义为生存贫困(也可以称之为生命贫困) , 而应当以马克思劳动力价

值的内涵为基础,我认为,发展中国家主要是绝对贫困问题,而发达国家主要是相对贫困问题,因为他

们制定的贫困标准是明显超过马克思劳动力价值的内涵, 而只相对于富裕阶级和中产阶级而言是收

入较少的。美联社 2003年 9月 2日报道美国的贫困人口为 3480万, 2004年美国贫困人口又增加 140

万。而美国人口总量不足我国 1/ 4, 这是美国人口普查局对外公布的官方数据。我国 2003年公布的

贫困人口数据是 2900万。美国贫困人口占其总人口的 12. 4% ,而我国占不到 3%。美国贫困人口标

准是四口之家年收入低于 16895美元,人均 4000美元(约合人民币 3万多元)。我国很多媒体宣传美

国贫困人口如何多, 但较少提到美国贫困人口的标准;宣传我国贫困人口近年来大幅减少, 也较少提

到我国贫困人口的标准问题。

根据美国政府公布的最新数字, 2005年划分贫困线的标准是: 单身年收入低于 9570美元,两口之

家低于12830美元(约相当于每年10万元人民币) ,三口之家低于16090美元(约相当于每年13万元人

民币) ,四口之家少于 19350美元(约相当于每年近 16万元人民币) ,五口之家少于 22610美元(约相当

于每年 18万多元人民币)。美国的贫困人口最近几年基本保持在 3500万人左右。而 2003年美国四

口之家贫困标准是16895美元, 2005年增长到 19350美元。美国贫困人口中有 46%的家庭拥有自己的

房屋。美国人口普查局调查的这部分人拥有的典型房屋一般有三间卧室,一个半卫生间(家庭中带浴

池和抽水马桶的卫生间称为全卫生间,只有抽水马桶的卫生间为半个卫生间) ,一个车库, 一个门廊,

以及一个晒台。76%的贫困人口家庭里有空调, 而20世纪 70年代, 整个美国人口中 36%的家庭有空

调, 75%的贫困家庭拥有一辆汽车, 30%的美国贫困家庭拥有两辆汽车。97%的贫困家庭拥有彩色电

视机。一半以上的贫困家庭拥有两台或两台以上的彩色电视机。78%的贫困家庭拥有录像机或者

DVD, 62%的贫困家庭装了有线电视或者卫星电视。73%的贫困家庭有微波炉,一半以上的贫困家庭

有立体声音响装置, 1/ 3的贫困家庭有洗碗机。美国贫困家庭的孩子和中产阶级的孩子在摄取蛋白

质、维他命和矿物质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在大多数情况下, 贫困家庭孩子摄入的营养甚至超出身

体的需要。贫困家庭的孩子事实上比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消费更多的肉类食品,贫困家庭的孩子平均

蛋白质摄入量超过政府卫生部门建议摄入量 100%。今天美国大部分贫困家庭的孩子一般都营养过

剩,他们的平均身高比美国在二战期间参加诺曼底登陆的美国军人高 1英寸,体重重 10磅。家庭里

有孩子的美国典型的贫困家庭,每年父母工作的时间加起来平均只有 800个小时, 如果以每天工作 8

小时来计算,贫困家庭的父母每星期只上 16小时的班。如果这些贫困家庭的父母年工作 2000小时,

也就是每周工作 40小时,那么75%的穷人家庭将立即脱离贫困(美联社, 2006)。

中国监狱学会副会长王明迪在他写的/中国监狱的人权保障0文章中说: 1997年全国罪犯每人每

月平均伙食费为 102元, 实际消耗粮食 21. 96公斤,肉食 1. 9公斤, 鱼、禽、蛋、豆类 1. 42公斤, 每人每

日从食品中摄取热量为 3343卡。近几年来, 许多监狱还为罪犯食堂安排菜地, 建立鸡舍羊圈,发展

/自种、自养、自加工0,产品全部提供罪犯食用。为了维持罪犯的身体健康, 中国监狱系统由省监狱局

中心医院、监狱医院和基层医务室组成三级医疗、防疫网络。1997年统计, 罪犯每千人拥有医师数为

3. 7人,每千人拥有医院病床数为 12. 76张,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全部实行免费医疗。受教育

不仅是罪犯的权利, 也是他们的义务。仅 1997年全国监狱开设文化班 1. 26万余个, 53万人入学。开

设技术培训班 1. 33万余个, 75万余人入学。这些也都是免费的。5监狱法6规定, /罪犯的生活费标准

按物资计算,由国家规定,并列入国家预算0。/罪犯的被服由国家统一配发0。王文认为: 中国监狱的

罪犯权利的保障符合5世界人权宣言6精神,也符合联合国/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0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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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监狱网)。

中国监狱囚犯每人每日从食品中摄取的热量为 3343大卡,我们却采用 2100大卡热量作为农村贫

困人口的必须营养标准。现在每人每年 652元人民币的贫困标准,其中食品贫困线 60%, 非食品贫困

线40% (这是国际通行的贫困人口划分方法)。也就是说, 每人每年食品消费标准391元以下, 非食品

消费标准 261元以下, 每年 365天,每人每天食品消费 1. 08元人民币以下。一日三餐 1. 08元以下能

够达到 2100大卡的热量真也算是奇迹了。这还是 2005年调整后的新标准。又据福州监狱第五大队

队长周华说,按照国家规定发放罪犯生活费用,每人每月零用钱 7元,伙食费每人每月 100至160元不

等,这与中国监狱协会副会长王明迪所说,全国罪犯每人每月平均伙食费 102元是相协调的。这样算

下来,罪犯每人每年食品消费和零用钱为1308元,比中国农村贫困人口食品消费标准的391元多出近

1000元。监狱罪犯食品消费水平是贫困人口的近 4倍。而且, 652元的贫困标准意味着贫困人口实际

上达不到这个标准。达到这个标准就不是贫困人口了, 而是计算到脱贫人口中去了。至于说每人每

年非食品消费的 261元,这包括了除食品以外的一切支出,主要是医疗和教育以及住房、穿衣等等,据

一项调查说,现在中国部分城市的居民一次感冒的医疗支出平均为 220元, 这也就是说中国贫困人口

每人每年的全部非食品支出仅够城市人感冒一次多一点。况且几乎所有工业品农村比城市贵、小城

市比大城市贵。笼统地说农村物价比城市便宜,实在是糊涂话,因为农村市场发育程度低, 竞争不充

分,再加上运输成本高等原因,并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平均利润率规律不同程度的发生作用。

中国监狱囚犯除上面提到的人均年食品消费 1308元以及免费医疗外,国家还要在三、五年内投

资200多亿元对监狱进行改造,做到通风保暖,整洁有序,环境绿化、美化、净化。因为5中华人民共和

国监狱法6规定,罪犯有衣、食、住、医疗等必要的生活保障的权利,有受教育、参加体育文娱活动权,获

得劳动报酬权, 获得劳动保护、劳动保险权。

综上所述, 中国囚犯已获得衣、食、住、医疗、教育的保障。此外, 根据联合国 1955年/囚犯待遇最

低限度标准规则0第 76条规定:对囚犯的工作,应订立公平报酬的制度。如福建监狱系统每月发放罪

犯劳动报酬200多万元。参加劳动的罪犯每月可领到十几元至 300多元不等的/工资0。监狱还执行

国家有关劳动保护的规定,及时发放劳动保护用品和津贴(大量农村企业和大量城市私人企业的劳动

者几乎没有劳动保护也是不争的事实)。

用中国囚犯和中国贫困人口现状做出的多方面对比使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辛苦劳

作一年所获得的/标准线0尚比囚犯差许多。因此我提出:一国贫困人口标准不能低于该国监狱囚犯

生活标准。

2  从全球视野观察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标准

2000/ 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主题是与贫困作斗争。按该报告发布的数据, 我们把中国(不含港、

澳、台)和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亚做个对比,这是亚洲人口规模最大的 3个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有较

强可比性。中国 1996年,按照本国制定的贫困线标准(也称国家贫困线标准) ,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占

农村总人口比重为 7. 9%, 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为小于 2%, 中国其实至今没有制定城市贫困

人口标准; 小于 2%的统计数据,可能仅是一个估计,也可能是实际领取低保人口数字。但各城市低保

标准往往不同, 并且应领的人数和实领人数之间差距往往很大, 也即相当多够低保条件的人口并未实

际领到低保,这是本文作者实际调查得出的结论。因此这是一个被大大缩小的数字。改革开放以后

的20多年间, 中国创造的财富,其中 80%被 20%的富裕人口占有,这可以成为我们判断中国贫困人口

数量的一个依据。199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人口比重下降至 4. 6% ,城市贫困人口占全

国城市总人口比重仍保持小于 2%。1998年按国际贫困线标准,中国每天生活在不足 1美元的最低贫

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 18. 5% ,每天生活在不足 2美元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 53. 7%。

 6 期 刘纯彬  我国贫困人口标准再探讨 17   



这表明,我国贫困人口的国家贫困线和国际贫困线差距很大。说明我国的贫困人口标准不但大大低

于国际最低贫困人口标准,更大大低于国际贫困线标准。导致国家标准的贫困人口比例很小的结果。

印度, 1992年按国家贫困线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达到 45. 3%, 城市贫困人口

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为 33. 7%。1994年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下降至 36. 7% ,城市贫困

人口占城市总人口比重下降至 30. 5%。按国际贫困线,印度 1997年每天生活在不足 1美元的人口占

总人口的比重为 44. 2% ,每天生活在不足 2美元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86. 2% ,印度国家贫困线与

国际最低贫困线标准差距不大,但和国际贫困标准尚有不小的距离。

印度尼西亚, 1996年,按国家贫困线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为 12. 3% ,城市贫困

人口占城市总人口比重为 9. 7%。1998年,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为 22% ,城市贫困人口

占城市总人口比重为 17. 8% , 1998年比 1996年城乡贫困人口几乎都增加了 1倍,这可能与 1997年的

亚洲金融危机, 印度尼西亚受到重创紧密相关。1999年按国际贫困线, 印度尼西亚每天生活在不足 1

美元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15. 2% ,每天生活在不足 2美元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 66. 1%。

可以看出印尼国家贫困标准是接近国际最低贫困标准( 1美元/人,天)的,但和国际贫困标准( 2美元/人,

天)也还有一定距离。

以上我们比较了亚洲几个发展中大国,世界发展中大国的国家贫困标准几乎都接近国际最低贫

困标准,也即每人每天 1美元,有些国家还明显超过国际标准, 如巴西等国。只有我国国家贫困线标

准大大低于国际最低贫困标准,结果是我国贫困人口数量少、比重低。

5中国财经报62004年 3月 24 日报道: 我国贫困人口到底有多少? 国务院扶贫办提供的数字是

2900万,世界银行提供的数字是 2. 1亿。为何两个数字如此悬殊: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说, 世界银

行贫困标准是按每人每天生活费不低于 1美元来计算的。这一标准考虑的是/收入0问题, 中国的贫

困标准则主要考虑/支出0问题。1986年,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扶贫办对全国 6万农村人口的消费支出

情况进行了入户调查,当时确定的贫困标准为 206元, 2003年为 637元。按照这一标准统计, 中国目

前有 2900多万贫困人口。经过 20多年的努力,中国的贫困发生率由原来的 30. 7%下降到 3%左右。

刘坚说,中国的贫困人口都有自己的承包地和住房,这两者均不需支付租金。土地的所有权本就

应当是农民的。农产品价格相对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相对高, 使得一些地方农民的承包地转让出去

都没人接手。说农民承包地不需要支付租金, 好像农民占多大便宜, 得多大的实惠。如再收租金,不

少农民真的很难生存。况且承包地是农业集体化运动时强制归入集体的。

再说住房, 农民是不需要支付租金,但房子是农民自己造的,不是国家或集体免费提供的。国家

既不提供廉租房给农民又不提供任何一点建房补贴给农民。每人每年 600多元人民币的贫困人口标

准如何解决住房问题? 因此一些贫困人口的住房条件会恶劣到什么程度是不难想象的,但只有实地

考察才可以更深刻的感悟。

刘坚又说, 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是按/收入0衡量,而中国贫困人口标准是按/支出0衡量, 自然导

致了两种不同的结论。依我看,事情的本质不是按/支出0方法还是按/收入0方法计算,事情的本来面

目是中国贫困人口的标准太低(中国财经推, 2004)。

按世界银行 2000/ 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的确定方法(与世界银行过去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 , 贫困

程度是根据家庭调查所获得的消费或收入数据来评估的。用收入或消费额来确定和测量贫困程度具

有悠久的传统。与朗特里( Seebohm Rowntree)在 1899年对英国约克市贫困状况的估计虽相差一个世

纪,但这两者在方式和方法上是相同的。这种方法以家庭收入和支出调查为基础。目前已成为对贫

困进行定量分析和政策研究的主要手段。

世界银行从 1990年以来就一直统计全球贫困人口的数据。最近一次调查是 1999年 10 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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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世界 60亿人口中有 28亿人每天生活费用不足 2美元, 有 12亿人口每天生活费用不足 1美元。

其中中国每天生活费用不足 1美元的贫困人口为 2. 12亿。也即最低贫困人口, 称低贫困线。中国每

天生活费用不足 2美元的贫困人近 7亿,占总人口的 50%以上,这也称高贫困线, 世界银行列出的中

低收入国家大多采用高贫困线。中国也是被世界银行列为中低收入的国家之一。

3  救济式扶贫还是开发式扶贫

我国20世纪 90年代以来, 从救济式扶贫为主转变为开发式扶贫为主。也即从/输血0方式转变为

/造血方式0。这种方式听起来很好, 实则不然。所谓开发式扶贫就是把国家拨付到县里的扶贫款搞

项目, 按规定一个县的贫困人口超过半数才可定为贫困县,而扶贫项目, 有多少贫困人口能得到呢?

恐怕不够 1/ 10,甚至不够 1%。而且这些项目是要/跑0的。也就是当事人要到扶贫部门去/跑0, 这就

产生了寻租的空间。现在一些地方就有专门以此为业的/跑0扶贫项目的人。有的贫困县, 这种扶贫

项目几乎全部被各级干部及其亲属拿走,但是大多数项目甚至绝大多数项目都以失败而告终。全国

所有贫困县都应当把十几年来开发式扶贫项目的详细信息公布于众,接受舆论和群众的监督,特别是

应当受益的贫困人口的监督。我调查的一些贫困县的贫苦农民从来没有见到过扶贫款更没有得到过

任何扶贫项目。几乎所有贫困县的领导干部都十分愿意戴着贫困县的帽子,其中有些已不够贫困县

标准了,但仍紧紧抓住戴了 20年的贫困县帽子不放手。没有戴上贫困县帽子的,都十分想戴上, 谁能

/跑0来贫困县帽子是有重奖。如果国家的扶贫资金拨付到县里以后,全部用到贫困人口身上,而且是

公开、公平、合理的用到每一位贫困人口身上,相信贫困县的一部分领导干部就不会那么喜欢戴贫困

县的帽子。夸大政绩是一些领导干部的爱好,那为什么他们不爱好夸大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赶紧摘

掉贫困县的帽子呢? 原因就在于扶贫资金拨付到县以后,他们就有了决定如何使用这笔钱的权利,在

新闻媒体的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力度十分微弱的情况下, 挪用、挤占甚至变相瓜分却成了十分普

遍,而人们也已到了麻木不仁见怪不怪的境地。如果所有贫困县都把 20年来上级财政拨付的每一笔

扶贫资金的使用情况真实而详尽的公布于世,我相信肯定会进一步证实上述状况的存在及其普遍化。

20年来,我国的扶贫资金以千亿元为单位计,这是全国纳税人的钱,但至今广大公众毫不知情,贫

困县的贫困人口也不知情。贫困县的广大干部也不知情。只有极少数贫困县的领导干部、财政部门

的相关干部以及扶贫工作部门的相关干部等人知情。他们没有权利把扶贫资金的信息封锁 20年甚

至继续封锁下去。

所谓开发式的项目扶贫异化成为侵吞、挤占、挪用扶贫资金的方便形式。成为剥夺大多数贫困人

口享受扶贫资金权利的最好理由。我认为扶贫资金的使用方式要以救济式为主, 只有如此,才可以使

年收入不足652元人民币的贫困人口, 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一些扶贫资金给予的/保命钱0。每个贫困

人口都有权获得属于他们的那一部分扶贫资金。任何人和任何机构都无权以项目扶贫等等理由剥夺

他们的这种权利,这也是他们最起码的一点人权, 即生存权。生存权都被剥夺何谈发展权? 而首先被

剥夺的是知情权,正因为不知情,少数干部才可以为所欲为的使用扶贫资金。知情权的缺乏是导致生

存权和发展权缺乏的重要原因。

近几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标准始终是 600多元人民币, 2000多万贫困人口实际平均水平是多

少? 这个数据没有公布过。假定是 300多元,那我们每年每人补贴 300元, 可使其脱离现行贫困线, 以

现在 2610万贫困人口计(国务院扶贫办公布的 2005年数据) ,一年约需 80亿元人民币,现在中央财政

每年的专项扶贫资金即不少于此数,如果再加上各省应配套的 30%~ 50% (以中央财政拨付的扶贫专

项资金数额计算)的扶贫资金,使 2610万贫困人口当年脱贫是没有问题的。

但实际中却是最近几年年年投入这么多钱搞开发扶贫, 年年保持着这么多贫困人口, 2003年居然

还增加了 80万贫困人口。笔者认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扶贫资金原则上应用于直接发放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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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人口,也即所谓救济式扶贫方式。使他们解决最基本的温饱,即使各级政府的财政扶贫资金不再

增加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否则, 继续让2610万人不得温饱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开发式扶贫仍可继续搞, 但主要应使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以及中央财政贴息的扶

贫贷款。改革开放以来 20多年间,世界银行对华贷款 376. 6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对华贷款 135亿美

元,约合 4000亿人民币,大部分投入中西部落后地区,而这是贫困人口集中的地区。投入的项目都直

接或间接与扶贫相关,其中一部分是直接用于扶贫,用于农业、环保、教育、卫生等领域的投资也大都

与扶贫关系紧密。而同期我国中央财政用于扶贫资金约 1100 亿, 加上省的配套扶贫资金约 1600亿,

中央财政扶贫最近几年每年约 120多亿以上。以国际金融组织对华贷款(主要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

发银行)和中国财政贴息扶贫贷款用于开发式项目扶贫,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全部用于救济式扶贫

发放到每一个贫困人口手中, 这样一种开发式扶贫和救济式扶贫结合的总体思路是可行的。而且就

资金投放量看, 开发式扶贫仍会多于救济式扶贫。并且这也可以解决扶贫资金覆盖过宽, 因而不公平

的问题。1994年重新确定的 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延续至今, 既没增加也没减少。中央扶贫资金几乎

全部投入这 592个贫困县,但其只包含了不足 55%的贫困人口,也就是近半数的贫困人口得不到中央

扶贫资金。这似乎可以说农村的扶贫工作只做了一半, 这也等于剥夺了 40%农村贫困人口得到中央

扶贫专项资金的权利和可能。调整后的做法应当是中央和省专项扶贫资金按所有贫困人口名单发放

到人, 并且予以公布, 以公开和透明求公正, 以公开和透明求监督。我国扶贫工作的一大弊病是极其

缺乏公开和透明,纳税人的扶贫资金一定要完全、彻底、及时地公布各种相关信息,应该做到每 1元扶

贫资金的使用去向要公开。贫困人口也有权利知道这些信息。现在的扶贫工作制度、机制、办法是大

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贫困人口不知道中央的扶贫资金这么多年给了自己的县、自己的乡镇、自己的村多

少钱, 也没亲手领取过1元扶贫款。只有少数贫困人口在过年时收到过县里给的极少量的钱。然后

就是大肆宣传温暖送到贫困家庭。

国务院扶贫办说, 600多元标准是生存标准,那等于说现在的 2610万贫困人口是在生存线以下,

或者说是在难以生存的境地, 也就是危及生命的境地。既然如此,我们把几乎所有扶贫资金拿去搞开

发式扶贫,演变为极少数人的项目,这显然是不妥当的。首先把扶贫资金用于使贫困人口达到贫困线

标准也即生存线标准,然后再说其他,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原则。现在的扶贫做法和把几亩土地让农

民拿在手里当社会保障一样, 其不科学的程度是无论怎样形容也不过份的。

4  我国目前是否具有解决农村贫困人口问题的经济能力

笔者认为, 我国现在已具有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能力, 仅从以下几点就可以得出判断:

( 1)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 2005年全口径税收收入已达3. 08万亿人民币。

( 2)可开征新税种/扶贫税0,征收对象为享乐型服务业。

( 3)调高矿产资源税费标准,全部矿产权采用公开招标拍卖方式,中央和地方分成,中央部分全部

用于补充扶贫资金。我国煤、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税费标准仅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 1/ 10左右,并

且采矿企业还拖欠严重。实际上许多地方采矿权的取得几乎是无偿的。

( 4)我国财政每年用在小汽车上的运行养护费用开支达 3000多亿元。汽车采购额每年 500亿元

左右。据不完全统计,政府办公设备更换和维修费用每年耗费千亿元以上, 其中一个重要项目是电

脑。中国科协副主席栾思杰说,财政巨资购买的大型科学仪器设备, 为某些部门和单位/独有0, 导致

重复购买和闲置浪费。我国科学仪器设备的数量比欧盟 15国的总量还多(科技日报, 2005)。

(5)公费出国成为各级政府和公共机构的普遍现象, 耗费巨额财政资金。此外,用各种名目的收

费等资金出国很可能比财政资金数额还大。相当一部分出国是变相旅游, 是作为一种福利待遇。中

央国家机关难找出几个没出过国的处长,中央、省、市、县直到乡镇每年都有大批干部出国/考察0、/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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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0。1999年国家财政支出公费出国资金3000多亿元,最近几年估计会超过这个数字,财政外资金出

国支出则可能是更大数字。

( 6)我国城市 3个人负担一个吃财政饭的人,很难再有较多财力支持农村贫困人口。温家宝总理

在就任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说:农村税费改革本质上是推进农村上层建筑的变革, 是要改变农村上层

建筑和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 如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问题。有一个县只有十二、三万

人,吃财政的就有 5700多人,相当于 20个农民养活一个人。

但从全国省会城市非财政供养人员与财政供养人员的数据看(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02~

2005年计算)大体比例是 3比 1。被温家宝总理当作典型的这个小县,非财政供养人员与财政供养人

员的比例是20比 1。虽是小县, 但党政机构各职能部门设置与人口多的大县一样多,这是造成 20比 1

的一个重要原因。反之,人口多的大县, 非财政供养人数与财政供养人数的比例可能就会是 30 比 1

或者 40比 1, 等等。

我们把 1600多个县和 400多个县级市,也就是中国基本农村地域的财政供养人员比例按 30比 1

计算,把 200多个大中城市的财政供养人员比例按省会城市的 3比 1计算,这就得出了一个结果:市民

负担比农民重 10倍,或者说农民养的吃财政饭的人员并不多,而市民养的吃财政饭的人员却太多了。

但党和国家从来都说减轻农民负担,从来也没说过减轻市民负担。

这里隐藏在事物表象后面的关键是,城市财政供养的人员过多, 难以有较多财力转移支持农村贫

困人口。全国 30个省会城市财政供养人员比例是约 3比 1,美国是 15比 1。美国有多少农民? 不足

2%。少到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只有用我国城市财政供养人员的比例与美国比, 才有可比性,拿

中国城市的3比 1和美国的 15比1对照,是不是够/骇人听闻0?

5  调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标准的利弊得失

从20世纪 80年代到现在, 20年来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每人每年 206元增加到 652元,从现价指

标看是增加了两倍, 但如从不变价观察, 实际购买力并没有增加,我们大家的实感性判断可以给出的

结论可能是,就食物、衣物、住宅、医疗、教育以及一般生活用品而言, 现在的物价比起 20世纪 80年代

提高远不止两倍。在食物中粮食的价格增长幅度相对较小, 而蔬菜的价格增幅相对较大。20世纪 80

年代一般职工干部月工资收入仅百元左右,现在如以 300多元的月工资收入,断难维持 80年代 100多

元的家庭生活状况。一些耐用消费品价格相对降低,如彩电、冰箱、洗衣机以及汽车等,但天天与百姓

最切身的是柴米油盐,是水、电、燃气、暖气以及教育等。这样说来, 我国贫困人口标准不升反降了。

20世纪80年代的 2. 5亿贫困人口减少到目前的 2600万。单从这个数据看成就巨大, 但实际贫困标准

进一步降低了, 不能不说是其中原因之一。

我建议,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标准调整为每人每天 1美元(约 8元人民币)也即国际最低贫困线标

准。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标准定为每人每天 2美元(约 16 元人民币) ,也即国际贫困线标准。这样一

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 2个多亿, 贫困率不超过 20% ( 2005年美国贫困率 12%, 日本贫困率 15%) ,

大体和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差不多。一方面和国际最低贫困标准接轨。同时, 也说明

这个标准不算高,因为这是国际最低贫困标准。另一方面,使我们更加客观、真实的认识到我国贫困

人口现状, 从而有利于更科学的制定扶贫政策, 以加快各种相关制度的建设,这样做肯定大有利于我

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简短的结论和进一步的说明: 本文上述分析中提出了一国贫困人口标准不能低于该国囚犯生活

标准, 我认为这对任何国家都适用。文章的最后我又提出了调整提高我国贫困人口标准的建议。这

两者是否矛盾呢? 并不矛盾。不能低于囚犯标准,这是一个最起码的底线, 并不是制定贫困人口的适

宜标准。显然, 一国贫困人口标准不能以囚犯标准为标准。这好比国家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但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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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企业都按最低标准制定自己的工资标准,而是说低于这个最低标准是违法的。那么在近期, 我国

贫困人口制定怎样的标准是适宜的呢? 我提出的建议是农村贫困人口每天 1美元的标准。过些年,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就可在适当的时间调高为每天 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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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examination on the Poverty Line in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examines and discusses poverty line and poverty- stricken population in China. The author has investigated

more than ten poor counties in China in the past several years and found that the living standard of impoverished rural areas of our

country is extremely low, which is only equal to one fifth of that of the most impoverished and one tenth of that of the poor by interna-

tional standard in poverty, one fourth of that of the prisoners in China, and one fiftieth of the American poverty line. Under such living

conditions for the poor,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labor force to accomplish reproduction. The reduct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 poor from

over two hundred million to twenty million should not be mainly attributed to the government. s efforts in poverty alleviation but rather

to the flow of peasants seeking jobs in cities.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the value of labor force of Marx, improving the living standard

of the poor in rural areas is the most urgent and important task of our country in order to realize long- term stability of the society and

the lasting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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